
中国氢弹之父于敏：从绝密到解禁 

  他已经高度近视，略有些背驼，头上华发稀疏。他便是中国的“氢弹之父”于敏。10 多

年前，连于敏这个名字都是绝密，直到 1988 年，于敏的名字才得以解禁，但由于当时的

解密程度有限，许多史实还没有公开。15 年过去了，许多不可以说的也可以说了。  

 

 

 

  靠古诗词安眠  

 

  78 岁的于敏告诉记者，目前，他除了轻微地有一些老年人似乎非有不可的病外，身体

很好。1988 年，于敏从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副院长的岗位上正式退了下来。如今还挂着个

顾问的头衔。 

 

  他一天的生活是这样的：早上 7 点钟起床后，洗漱完毕，先打一打太极拳，做一做健

身操，然后吃饭。他说，他做的健身操，太极拳，都是野路子，不规范，锻炼身体活动筋

骨罢了。饭毕，看一些科技资料，电视新闻。然后上网看看评论和消息。 

 

  一上午的时间就这样打发了。午饭后还要睡一会儿。然后，起来看看报纸和专业的书

籍。剩下的时间大多消耗在读史上了。 

 

  于敏虽然是一位大物理学家，但他最大的爱好，竟然是中国历史、古典文学和京剧。

他从小就会背不少古诗词。如今，工作少了，他至少一天要拿出 3 个小时的时间来读他喜

欢的书。这些书包括《资治通鉴》、《史记》、《汉书》、《三国志》、《三国演义》、《红楼梦》

等等。隔三岔五地，他还会去看上一次打小就爱看的京剧。他说：年轻时最爱看“三国”，

年老了最爱看“红楼”。 

 

  由于学习和工作的繁忙，多年来于敏的休息时间一天只有 6 个小时左右。而至少有 30

年了，于敏是靠古诗词的安眠来完成这 6 个小时的睡眠的。他一边说一边给我们背起了白

居易的《琵琶行》：“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 

 

  “国产土专家” 

 

  于敏，1926 年 8 月 16 日生于河北省宁河县芦台镇(今属天津市)。父亲是当时天津市

的一位小职员，母亲出生于普通百姓家庭。于敏上有一个姐姐，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时加

入中国共产党；下有一个弟弟和妹妹，早年夭折。于敏 7 岁时开始在芦台镇上小学。中学



先在天津木斋中学念，后转学到天津耀华中学。 

 

  1944 年于敏上了北京大学工学院。但是上学后，于敏发现，因为这里是工学院，所

以，老师只是把知识告诉学生会用就行了，根本不告诉学生根源。这使于敏很快就失去了

兴趣。1946 年，他转入了理学院去念物理，并将自己的专业方向定为理论物理。 

 

  1949 年于敏本科毕业后，考取了张宗遂先生的研究生。后张病了，指导他学业的便是

胡宁教授。他的学术论文就是在胡的指导下完成的。后来，于敏被彭桓武、钱三强调到了

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这个所是 1950 年成立的，当时由钱三强任所长，王淦昌和彭桓武任副所长。当时我

国科学界一片空白，他们高瞻远瞩，创建了新中国第一个核科学技术研究基地。 

 

  由于于敏在原子核理论物理研究方面取得的进展，1955 年，他被授予“全国青年社会

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的称号。1956 年晋升为副研究员。1957 年，以朝永振一朗(后获诺贝尔

物理奖)为团长的日本原子核物理和场论方面的访华代表团来华访问，年轻的于敏参加了接

待。于敏的才华给对方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回国后，发表文章称于敏为中国的“国产土专

家一号”。“国产土专家”的称号由此而来。 

 

  经过长期的努力，于敏对原子核理论的发展形成了自己的思路。他把原子核理论分为

三个层次，即实验现象和规律、唯象理论和理论基础。在平均场独立粒子方面做出了令人

瞩目的成绩。 

 

  钱三强在谈到于敏时也说：“于敏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留学英国、被选为

皇家爱尔兰科学院院士的彭桓武则认为：“原子核理论是于敏自己在国内搞的，他是开创性

的，是出类拔萃的人，是国际一流的科学家。” 

 

  三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在私下，于敏被人们称为中国的“氢弹之父”。虽然，他自己一直坚决反对，但就凭这

一点，也足见他在中国核事业方面的杰出贡献。 

 

  1964 年 10 月 16 日，我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两年之后的 12 月 28 日，又

在罗布泊核试验基地进行了首次氢弹原理试验。1967 年 6 月 17 日，我国用“轰六”飞机空

投，进行了全当量氢弹实验，取得了圆满成功。这标志着我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氢弹。 

 

  从原子弹到氢弹，按照突破原理试验的时间比较，美国人用了七年零三个月，英国四

年零三个月，法国八年零六个月，前苏联四年零三个月，而中国只用了两年零两个月。从

原子弹试验成功到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中国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的时间，速度之快是世

界上绝无仅有的。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科学家们取得的成就是辉煌的，但工作条件之艰苦却难以想

象。1969 年，我国首次地下核试验和一次大型空爆热试验并行准备连着做。于敏参加了这

两次试验。当时，他的身体很虚弱，走路都很困难，上台阶要用手帮着抬腿才能慢慢地上

去。热试验前，当于敏被同事们拉着到小山岗上看火球时，就见他头冒冷汗，脸色发白，

气喘吁吁。 

 

  大家见他这样，赶紧让他就地躺下，给他喂水。过了很长时间，在同事们的看护下，

他才慢慢地恢复过来。由于操劳过度和心力交瘁，于敏第一次在工作现场几至休克。 

 

  1969 年 1 月，于敏和同事一起踏上了去往西南的专列。也许因为临时加车，有站就

停有车就让，车速很慢。有时在深山峡谷中一停就是好几个小时。除了少数老弱病残者坐

硬卧车厢外，大部分人挤在没有厕所的大闷罐车厢内。于敏当时本来身体就不好，加上长

途跋涉，休息不好胃病发作，整整四天四夜，差点把他折磨死。 



 

  到了大西南，由于工作条件不具备，上面只好又做出决定，家属留在深山，科研人员

全部返京。于敏带着还没有休息过来的身体、没有治好的病，只身回到了北京。 

 

  由于沉重的精神压力和过度的劳累，回到北京后，于敏的病情日益加重。1971 年 9 月

13 日，林彪阴谋败露，研究院的斗争也降了温。领导考虑到于敏的贡献和身体状况，特许

于敏的妻子孙玉芹 10 月回京探亲。 

 

  一天深夜，于敏感到身体很难受，就喊醒了妻子。妻子见他气喘心急，赶紧扶他起来

给他喂水。不料于敏突然休克过去。后来许多人想起来都后怕：如果那晚孙玉芹不在身

边，也许后来的一切就都不存在了。 

 

  这次出院后，于敏本来应该好好休息一下，可是为了完成任务，他顾不上身体未完全

康复，再次奔赴西北。1973 年，由于在青藏高原连续工作多时，在返回北京的列车上他开

始便血，回到北京后被立即送进了北京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检查，在急诊室输液时，于敏

又一次休克在病床上。 

 

  致力于打破核垄断  

 

  早在 20 世纪八十年代初，于敏就意识到，惯性约束聚变在国防上和能源上的重要意

义，为引起大家的注意，他在一定范围内作了“激光聚变热物理研究现状”的报告，并立即

组织指导了我国理论研究的开展。 

 

  1986 年初，邓稼先和他对世界核武器科学技术发展趋势作了深刻分析，对我国所处发

展阶段作了准确估计，向中央提出了加速核试验的建议了事实证明，这项建议对我国核武

器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1988 年，他与王淦昌、王大衍院士一起上书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建议加速发展我国惯

性约束聚变研究并将它列入我国高技术发展计划。他们的建议被采纳后，我国的惯性聚变

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 

 

  如今，于敏虽然认为自己已经“垂垂老矣”。但他仍然关注着这一领域的最新动向。他

认为，现在的核武器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和新的历史阶段。它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

某些核大国的核战略有了根本性的改变。过去是威慑性的，不是实战的。现在则在考虑将

核武器从威慑变为实战；二是某些核大国加紧研究反导系统，并开始部署，使得核对他没

有威慑性。去掉了对方的威慑，就是新的垄断。 

 

  “我们当初是为了打破核垄断才研制核武器的。对此，如何保持我们的威慑能力，要引

起足够的重视。如果丧失了我们的威慑能力，我们就退回到了五十年代，就要受核讹诈。

但我们还不能搞核竞赛，不能被一些经济强国拖垮。我们要用创新的，符合我们国情的方

法，打破垄断保持我们的威慑。”他说。 

 

  没有出过国的大科学家  

 



  谈到他的这一生有什么遗憾时，于老告诉我，如果说他的这一生有遗憾的话，那应该

是两个，一是这一生没有机会到国外学习深造交流，这对一个科学家来说是很大的遗憾；

二是因为工作太忙对孩子们关心不够，没有将他们培养成对国家有所建树的人。但他说，

虽然想起来是遗憾，并不后悔。 

 

  于敏认为，对于科学家来说，正式的职业是科学研究。而学术研究的环境和学术氛围

比较浓的是欧美和过去的苏联。他说，我虽然在国内是一流的，但没有出过国总是一种遗

憾。如果年轻时能够出国进修或留学，对国家对科学的贡献或许会更大。其实，于敏的一

生中，应该说有无数次出国的机会，但是由于工作的关系，他都放弃了。 

 

  从 1976 年到 1988 年，于敏的名字是保密的。1988 年，他的名字解禁后，他第一次

走出了国门。但是，对这一次出国，于敏至今说起来甚感尴尬，但也颇有自己的一番心

得。 

 

  由于工作的关系，于敏此次出国是以某大学教授的身份去美国访问的。在不到一个月

的时间内，尽管去了许多地方，但他始终像个“哑巴”：要问也不方便问，要说也不方便

说，很不好受。 

 

  他说；“我这一生在和别人的交流方面有无法弥补的欠缺。博学，就必须交谈，交谈就

不能是单方面的，不能是‘半导体’，必须双向交流。但从我所从事的工作来讲，和外面接触

总有一个阀门，因此交谈起来吞吞吐吐，很别扭。不能见多识广，哪能博学？不能交流又

哪来考察的收获。所以，从此以后，我就决定不再出国了，把机会多让给年轻人一些。这

样对这些年轻人，对我们的事业都是有好处的。” 

转自 山西晚报 

 


